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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知的能够影响投票率的变量之后，高表达的MAOA等位
基因大约提高了5%的投票率；在那些活跃于宗教组织的
人当中，较长的5-HTT等位基因能够提高10%左右的投票
率。产生这一现象的机制是：这两种基因能够转录化学物
质，对大脑部分调节恐惧、信任和社会互动的5-羟色胺系
统产生巨大影响。当其水平较高时，神经递质活跃度会很
高，人们更有可能去参加投票；反之亦然。2009年，他们
又发现携带D2多巴胺受体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明显地
比那些携带A1等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某党派成员；
尤其是携带两条DRD2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比没有携带
者有超过8%的可能性成为某党派成员。而之所以会出现
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高低受到DRD2基
因的影响，多巴胺水平与党派意识呈正相关关系，从而
左右公民的投票意愿和行为。2010年，福勒等人发现了
DRD4基因与政治意识具有紧密关系。他们发现，身上携
带某种特殊形态的DRD4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在成年后成为
自由主义者，但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处在能够为他们提供多
元观点的社会环境中。基因政治学对此的解释是，DRD4
基因会制造出影响和调节多巴胺的受器，DRD4基因的变
体7R基因（即DRD4-7R）能够影响大脑的多巴胺水平，
从而左右对大脑的影响。多巴胺水平越高时，个人越有可
能成为“新奇事物的追寻者”，同时如果个人在青少年时
期朋友数量越多，就会欣然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想法，
从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，反之亦然。2014年，达韦斯等
人发现并证实：心理特质促成了基因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联
系。心理特质是政治参与行为和基因发生作用的中介物，
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倾向是被心理特质所调节的，而非受
到认知能力、个人控制和外向性等因素的调节。
但基因政治学也面临两个方面的强烈质疑和批评。首
先，一些学者认为，基因政治学的研究方法“幼稚”，这
主要体现在：一是“相同环境假设”的有效性存在问题。
因为同卵双胞胎与潜在相似反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。在
家庭和社会中，这些相同特征很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发
展方向，从而使他们更相似。因此，盲目接受相同环境假
设可能会导致对双胞胎研究的遗传度测量被夸大。为了避
免这样的问题出现，同、异卵双胞胎应该拥有（经历）相
同的特质——相关环境。然而，现有研究尚未完全做到这
点，相同环境假设的有效性还存在很大的缺陷。二是具体
统计方法的不成熟。在既有研究中，基因政治学研究者主
要采用多分格相关系数转换和最大似然框架下的结构方程
进行数据处理。反对者认为，基因政治学研究者所使用的
方法是“科学的所有装饰，例如实证研究、数据收集、使
用统计方法分析数据”，“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存在
根本缺陷的实证研究技术”，都依赖于平等的环境假设、
不带偏见的样本和对所研究现象的准确测量，而现实情况
是“他们根本无法克服方法的局限性”。二是批评者认为
基因政治学是“贪婪的”还原主义。基因政治学的保守主
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二分法夸大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
分歧，这种“左-右”的二元划分明显不符合政治现实；
“政治态度是由遗传决定的”这一假设并不具备合理性，
因为它不能比其他假设更好地解释所要考察的研究对象；
“基因影响政治行为”假设也存在问题，因为研究过程不
仅存在方法问题，也没有考虑到群体分层，即由于独特的
祖先迁徙模式和交配做法，不同族裔群体的多态性频率各
不相同。人类行为主要由一两种基因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几
乎为零。因此，反对者认为，基因政治学研究者所做的不
过是妄图把错综复杂的人类态度和行为进行严重错误的描
述，以便把它纳入一个“还原论者的解释模型”，基因政
治学是一种“贪婪的还原论”。
学界对基因政治学的批评并不能掩盖其学术价值。一
是促进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。基因政治学基本上确立了
一种“基因范式”，对主流政治学的“环境范式”及其相
关的“环境-心理范式”产生了冲击，“反驳了政治学领
域几十年来的‘环境决定论’，证明了用以解释态度和行
为的社会化范式虽不一定是错误的，但在实质上是不完整
的”。基因政治学所提出的“基因范式”可以与“环境范
式”相互补充和促进，有可能共同形成一种新的“基因-
环境”范式。二是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突破。包括双生
子研究法、大家庭研究法、候选基因相关性研究以及全基
因组关联性研究等在内的自然实验法构成了基因政治学的
主要工具箱，它具有直观性、便捷性、可重复性、专业
性、科学性、精确性等诸多优势。基因政治学所使用的自
然实验法还经常利用数据统计工具来分析“大数据集”，
从而实现既定研究目标。因此，该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满
足政治学家的科学性期待，能够有力推动政治学的科学化
发展。三是驱动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。基因政治学主要是
政治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结果，它运用生物
学、遗传学、神经科学、心理学、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
术分析政治主题，为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新视角，促进了
政治学的知识增长。四是提升了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
能力。传统政治学和新政治学知识对人类政治态度和政治
行为解释力不足，要求政治学亟需从其他领域汲取资源来
提升解释能力，而基因政治学则正好可以有效地提供解释
资源。基因政治学借助最新发展的科学技术手段，找出影
响人类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特定基因，并发现具体的因
果机制。这使得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复杂解释朝着更加符
合客观经验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，提升了政治学对于人类
行为的解释能力。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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